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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２０１６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２５周年，文章通过分析中

国与东盟从遵规到立规的变化过程，认为２５年间东盟是以融合的方式、由辐

射的途径、借支点的结构规范了中国的行为。文章尝试将构建 “中国－东盟

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具体化，使 “和”文化理念与东盟融合的方式相通、“一

带一路”战略与东盟辐射的途径对接、“亲诚惠容”政策与东盟支点的结构交

融，为地区性国际组织与区域大国的互动，提供一种具有东盟特色并包含中

国智慧的解释路径。通过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与东盟间的规范方式和规范方

向，将双方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方法可操作化，实现由东盟规范中国，向中

国与东盟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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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 《携手建设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讲话，首次提出建设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①此后，

＊　本文得到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２０１５开放性课题 （第一批）“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

如何惠及民众研究”的支持。感谢 《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ｌｄｈｄ／２０１３－１０／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５００１１８．ｈｔｍ。

《当代亚太》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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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在中国与东盟的互动中不断被阐释和强化。共同体是近年中国外交

的重要理念，它包含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层面。东南

亚是中国提出与之建立 “命运共同体”的首个地区。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以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

正式宣布建成。早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就宣布将于２０２０
年建成东盟共同体；２００７年１月，第十二届东盟峰会又将东盟共同体的建成

时间提前至２０１５年。东盟关于地区共同体的规划和实施均早于中国，那么，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应如何与东盟共同体的现有框架进行对接？

换言之，中国与东盟今后将如何互动？

２０１６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２５周年，探索 “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方法，首先需厘清此前中国与东盟的互动方式。国际关系理论

一般认为，国际和地区秩序应由大国规范，但东盟在安全和经济等领域却一

定程度上规范了大国行为，使东南亚呈现出有别于传统国际政治规律的现

象。由于中国与日本在东亚地区存在结构性矛盾，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具有潜

在竞争关系，所以对中国而言，融入东盟主导的地区规范是参与东亚合作的

最好方式。具体而言，中国通过承认东盟宣言、与东盟签署条约、参加以东

盟为中心的合作机制等方式，主动融入东盟主导的框架，遵守东盟制定的规

范，从而实现彼此的良性互动和互利共赢。

规范是指施动者要求受动者遵守其提出的一系列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

标准，它规定了受动者在言论、行动等方面应该依据的基本原则。东盟规范

中国的行为，是指东盟可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其制定的一系列约定俗成

或明文规定的标准，使中国将东盟制定的地区规则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但

同时也应看到，东盟囿于有限的实力，只能在某些方面和领域规范中国的

行为。

共同体需要有共同的行为规范，“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与东盟共同

体实现对接的基本方式，是对本地区共同规范的构建和认同。中国曾长期以

相对柔和的方式融入东盟主导的地区秩序，遵守东盟规范；而在共建 “命运

共同体”的背景下，双方此前的规范方式和规范方向，将由中国遵守东盟规

范，逐渐转向中国与东盟共同设计、制定和遵守地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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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刚柔相遇：东盟规范中国的过程

东南亚曾是古代中国文明的边缘，冷战时期又长期成为两极体系的前

沿。中国作为东南亚最大的邻国，与本地区国家间的互动起起伏伏。１９６７年

８月８日，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ＡＳＥＡＮ）成立，该组织是由东南亚中小

国家组成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成立之初是为了抑制冷战中以中苏为代表的社

会主义阵营的扩张，其组织架构较为松散。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和地区形

势的变化，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趋于缓和。

中国与东盟官方交往的２５年中，东盟对中国的规范呈波动态势。中国

与东盟的官方交往始于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６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

国。在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为首个与东盟建立合作机制
（１０＋１）的国家。２００３年，中国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发表
《联合宣言》，并在多份双边文件和宣言声明中一再重申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

关键性作用，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并主动融入东盟对地区秩序的规范。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东盟共同体成立，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程度升级，随着

中国自身影响力的增强，或将改变中国与东盟间的互动方式。

本文以１９６７年东盟诞生、１９９１年冷战结束、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

２０１５年东盟共同体成立为时间节点，将东盟对中国行为的规范分为规范始

生、效果外现、机制固化、刚柔变换四个阶段进行讨论 （见图１）。

（一）规范始生 （１９６７年东盟成立～１９９１年冷战结束）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曾建立了一种较为松散的 “中心－边缘”关系。从１６
世纪起，东南亚地区被西方殖民近四百年，成为东西方文明冲突的 “前沿地

带”。东南亚是东亚文明体系中接受西方文明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地区，

不仅受到西方殖民者在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规范，还在思想文化上受到西方

的影响。

基于现实的安全困境，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冷战期间就已萌生建立联盟的

愿望。如在１９５５年４月的万隆会议上，为了减少域外大国的干涉和控制，

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与会各国考虑组成次区域组织，虽终未果，但万隆会

议已成为后续一段时间内构建地区规范的关键性组织工具。周恩来总理在万

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保证了此次只由亚非拉国家主办和参加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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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会议得以顺利进行。万隆会议对东南亚地区认同的发展和亚太自主意识的

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东盟最初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国组成，

旨在寻求本地区国家间冲突的谅解，以解决地区内部争端。东盟成立之初虽

具有反共亲西方的性质，但也始终强调和坚持组织的自主性和中立化。１９６７
年的 《曼谷宣言》声明，东盟五国联合反对外来干预；１９７１年东盟通过发表
《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进一步强调了自身中立不结盟的性质。１９７７年

８月第二届东盟首脑会议将地区中立化作为重要议题，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第三届

东盟首脑会议上，东盟在中立化概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 “东南亚无核区”。

东盟追求自主中立的诉求，为日后主导东亚合作、规范地区秩序打下了

基础。

“文革”初期，中国对东南亚几个国家输出革命，曾引发负面反应。时

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从中协商和劝说，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今后

的相处方式产生了规范性影响。１９７８年１１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期间，李光

耀向邓小平表达希望中国停止对马来西亚和泰国以电台广播形式进行的意识

形态外交。之后中国逐渐停止了对东南亚的广播，并明确表态不再对外输出

革命。

（二）效果外现 （１９９１年冷战结束～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

１９９１年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呈现力量真空，此时东盟开始有意主导地

区秩序。通过与大国平等协商、签订条约和构建机制等措施，东盟要求大国

对地区安全做出承诺，以对大国间的强权博弈进行柔性制衡。通过这种方

式，东南亚地区不仅避免了冷战后再次被大国控制乃至撕裂的命运，更对大

国产生了日益明显的规范性影响。

自中国改变意识形态外宣政策并广泛与各国建交开始，中国与东盟关系

随之发生转变。这一时期，东盟也加强了与中国的交往。中国与东盟间的官

方互动始于１９９１年，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作为贵宾国代表，应邀出席了在

吉隆坡举行的第２４届东盟外长会议。

在这一阶段，东盟对中国的规范，主要体现在中国对由东盟主导的东亚

地区安全机制的态度上，中国表现出配合和遵守的姿态。１９９４年７月２５日

召开的第一届东盟地区论坛，已成为当前亚太安全领域最主要的官方多边对

话合作渠道。借助该机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一定程度上被纳入由

—７—



　□ 当代亚太　

东盟主导的地区规范框架。１９９６年７月，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为

呼应东盟提出的安全目标，中国于当年年底首次提出 “新安全观”，表现出

对东盟所提出的规范性理念的认可和接受。１９９７年，由东盟国家签署的 《东

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正式生效，这在一定意义上规范了有核国家在东南亚

地区的行为。１９９７年５月中国－东盟黄山会议上，中国首先承诺不在东南亚

地区使用核武器，积极支持东盟提出的 “东南亚无核区”主张。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东盟合作》中谈到， “中国赞赏并支持东盟在国际

和地区事务中的积极作用，重申尊重和支持东盟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中

立区的努力，欢迎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生效。双方还欢迎条约签字

国和核武器国之间为有助于后者参加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而正

在进行的磋商。”① 这一阶段，中国逐渐接受了东盟对地区秩序的规范，并融

入由东盟主导的安全体系，同时还为带动更多大国融入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

机制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东盟则通过与中国加强联系，维护区域安全稳定，

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三）机制固化 （１９９７年东亚金融危机～２０１５年东盟共同体成立）

１９９７年肇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未将东盟冲散，反而激发出其

领导东南亚各国共同抵御危机的决心。这一时期，以东盟为中心的自贸区建

设突飞猛进，尤以率先建成的中国与东盟 （１０＋１）合作机制和东盟－中日

韩 （１０＋３）合作机制最为引人瞩目。东盟通过推动合作的方式，“小马拉大

车”，以共享红利为诱饵，重振自身经济，与此同时也规范了地区秩序。在

这场金融风暴中，中国鼎力相助，成为首个与东盟建立合作机制 （１０＋１）

的国家，这不仅强化了双边关系，也由此逐渐被纳入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经

济合作。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国正式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宣言指出， “中国－东盟合

作将继续以 《联合国宪章》、《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

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指导……中国支持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中发挥主

—８—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东盟合作》，中
国外交部网站，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１－１１／０１／ｃｏｎｔｅｎｔ＿

９４１１３．ｈｔｍ。



规范视角下的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 □　

要推动作用，支持东盟根据各方舒适程度，循序渐进地推动东盟地区论坛重

叠阶段向前发展”。①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国在 《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

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中谈到，将 《东南亚友好合

作条约》视为东南亚地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支持东盟建立东南亚

无核武器区，鼓励所有核武器国家签署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

这些表态意味着中国对东盟所提出的地区行为准则的认可，以及对其所制定

的地区安全领域规范的接受。

２００５年，以东盟为中心、以构建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东亚峰会 （ＥＡＳ）

启动。东亚峰会在东盟－中日韩 （１０＋３）合作机制的基础上增加了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印度三国，２００８年又邀请美国和俄罗斯加入，成为涵盖亚太多

国的合作机制。参加东亚峰会的国家需满足东盟提出的三个条件，即应是东

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已加入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

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些条件明显表现出东盟以地区合作为诱饵，以机制作

平台，借助自身的主导地位，用明文规定或是约定俗成的标准，来实现其对

参与国的规范。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８日，中国在第十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指出，

“中国坚定、一贯支持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进程，以及东盟在东亚合作

和不断发展的地区架构中的核心作用……重申由东盟主导的东盟－中日韩合

作，将继续作为建立东亚共同体这一长期目标的主渠道”。② “坚定”“一贯”

“核心作用”“主渠道”，这些词的运用体现出中国对东盟主导地区合作机制

的肯定，以及对东盟规范效果的认可。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七次中国与东盟 （１０＋１）领导

人会议上表示，“中国政府始终把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支持东盟

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愿与东盟国家打造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③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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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领导人联合宣言》，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０日，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０３－１０／０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１１４２６７．ｈｔｍ。
《纪念对话关系２０周年第１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进一步推进面向和平与

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ｊｒｚｇ／２０１１－１１／

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９８３９０．ｈｔｍ。
《缅甸内比都举行的第１７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１４／１２－０１／６８３２２５５．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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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权也一再表示认可和肯定。由此可见，东盟对中

国的规范已显现出成效，中国的各种表态，更是对东盟规范形成的一种正反

馈和强化。在经济合作和区域治理领域，中国与东盟存在共同利益，中国希

望借助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平台，通过支持和遵守东盟对地区秩序的规范，

塑造更有利于自身的地区行为准则。

（四）刚柔变换 （２０１５年东盟共同体成立至今）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建

成，标志着东盟一体化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共同体将在确保政治稳定与安

全、建立强大经济体、发展社会文化这三方面，加强东南亚地区的内部整

合。东盟旨在通过推进地区一体化，在主导区域合作和制衡强权的过程中，

硬化组织架构，对大国产生更为明显的规范和影响。近年来，以东南亚为代

表的周边国家有种担忧，即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日

趋提高，可能危及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和规范作用，甚至威胁到东

南亚国家自身的安全利益；东盟对中国的规范性影响，中国对东盟所制定规

则的融入和遵守，中国－东盟间以柔应柔的互动方式，将很可能随着国际局

势的变化发生转变。

２０１６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２５周年。中国领导人一再表明，“支

持东盟在不断演变的地区架构和所有东盟主导的机制和论坛中的中心地

位”，① “重申加强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承诺，愿就建设包容、基于规则的区域

架构继续保持对话与协调”；② 东盟对于中国的此番表态予以积极回应，认

为 “中国－东盟关系是最丰富、最活跃的关系之一，为地区和平、稳定和繁

荣做出了积极贡献；东盟领导人赞赏中方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

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③

但近年来，随着南海问题的持续升温，东盟对地区安全的规范与对话合

作的主导趋冷。针对这一情况，中国－东盟开始积极探索双边解决之道，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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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中
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ｈｄｑｚｚ＿

６８１９６４／ｌｈｇ＿６８２５１８／ｚｙｗｊ＿６８２５３０／ｔ１３４４８９９．ｓｈｔｍｌ。
《第１９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２５周年纪念峰会 〈联合声明〉》，

中国外交部网站，２０１６年９月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ｈｄｑｚｚ＿

６８１９６４／ｌｈｇ＿６８２５１８／ｚｙｗｊ＿６８　２５３０／ｔ１３９５７０７．ｓｈｔｍｌ。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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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彼此能够接受和认可的地区秩序规范。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５日，中国－东盟就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宣言》）发表联合声明，重申 《宣言》的重要意义，认为 《宣言》“展现了

各方依据 《联合国宪章》以及包括１９８２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

认国际法原则，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增进互信和信心的共同承诺”，①

在肯定由东盟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已有成效的同时，为各国在本地区行为

准则的继续发展框定方向。２０１６年９月７日，第十九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

议通过了 《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ＣＵＥＳ）》和 《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

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但它们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未明确具体

适用海域，属于主体导向型的开放性规则体系。近年来这些双边关系中的新

动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东盟间互动方式和规范路径的转变。

图１　东盟规范中国的过程图

二、以柔制刚：东盟规范中国的机制

在中国与东盟的长期交往中，东盟能够 “反其道而行之”，借助条约和

机制，主导东亚地区各领域的对话合作，使中国逐渐接受了其制定的地区规

则。那么，东盟为什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中国的行为？学者们从多方面

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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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和东盟国家外交部长关于全面有效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联合声明》，中国外
交部网站，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ｗｅｂ／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ｇｊｈｄｑｚｚ＿６８１９６４／ｌｈｇ
＿６８２５１８／ｚｙｗｊ＿６８２５３０／ｔ１３８４１５７．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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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秦亚青和魏玲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构建共同体的过程可以重塑国家利

益。① 这一解释路径强调，过程使行为体重塑了权力结构、角色身份和国家

利益，这是东盟规范中国行为，以及中国接受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的深

层原因。将东盟在东亚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领导角色，视为一种
“规范的规范”，认为过程主导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将会消解权力主导的可能

性，而更倾向于认同东亚共同利益，以此维持过程的延续。中国在参与中国

－东盟 （１０＋１）合作机制、东盟－中日韩 （１０＋３）合作机制和东亚峰会等

机制的过程中，重新界定了自身在东亚地区的利益，而东盟对中国行为的规

范，也是在东亚动态合作的过程中才发挥了作用。

以张蕴岭、王玉主和鲁道夫·塞韦里诺 （Ｒｏｄｏｌｆｏ　Ｃ．Ｓｅｖｅｒｉｎｏ）为代表

的学者认为，合作是各取所需的交换。② 这一解释路径更加强调以合作促规

范，将中国与东盟的角色在东亚合作中联系起来，偏重于经贸领域，强调一

种双向的需求和对接，甚至是一种共生和共利的关系。在合作中，东盟通过
“东盟方式”的外溢，巩固、维护和加强了自身在东亚合作中的核心位置，

提升了其与外部世界进行利益交换的能力。东盟对中国行为的规范就是以经

济合作和经济利益为依托，借助这种交换关系实现的。

以翟崑、王光厚和郑先武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制衡大国的博弈赋予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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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秦
亚青、魏玲：《结构、进程与权力的社会化———中国与东亚地区合作》，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
年第３期，第７～１５页；魏玲：《规范·制度·共同体》，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６７～８１
页；魏玲：《小行为体与国际制度———亚信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与亚洲安全》，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第８５～１００页；魏玲：《国内进程、不对称互动与体系变化———中国、东盟与东亚合
作》，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０年第６期，第５０～６５页。

参见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张蕴岭：《如何认识和理解东盟———包容性原则与东盟成功的经验》，载 《当代亚
太》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４～２０页；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于新秩序构建》，载 《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５～２５页；张蕴岭：《中国与周边关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载 《人民
论坛》２０１４年２月下，第３６～３８页；翟崑、刘静烨：《张蕴岭先生的东亚合作观———评 〈在理想与
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载 《当代世界》２０１６年３月，第７０～７２页；王
玉主：《东盟４０年———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机制 （１９６７－２００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王玉主：《显性的双框架与隐性的双中心———冷和平时期的亚太区域合作》，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第２２～３９页；王玉主：《ＲＣＥＰ倡议与东盟中心地位》，载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５期，第４６～５９页；王玉主：《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因素及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载 《学术探
索》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３７～４４页；鲁道夫·Ｃ．塞韦里诺：《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探源———来自东盟前
任秘书长的洞见》，王玉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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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规范的能力。① 这一解释路径提出 “东盟权力”“大多边合作”“区域间主

义”等概念，认为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东亚存在制衡嵌套博弈的现象，外部

力量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关键。东盟在制衡大国博弈的过程中，主

导多圈层的地区合作，以一种软性开放的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进行规

范。东盟通过制衡大国获得权力，并以新型权力作为支撑，规范了中国的

行为。

学界目前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对东盟在东亚合作框架内吸

纳和规范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国的现象研究不够，尤其对东盟规范

中国的研究更少。第二，通常将东盟规范中国的现象纳入东亚合作的整体框

架中进行分析，从而忽视了中国遵守东盟主导的地区规则的自身逻辑。第

三，对中国－东盟关系的研究多局限于经济或安全等某一领域，或是散见于

学者们的其他研究中，缺乏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分析视角，忽视各领域的相互

影响。第四，制度主义或建构主义的解释框架多以欧洲为研究对象，用其解

释东亚地区的相关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认为，东盟通过融合的方式，以辐射的途径并借支点的结构与中国

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国的行为。正所谓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

至坚。无有入无间”。② 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绝对实力明显强过东盟，

但在东亚合作中，东盟这一实力较弱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却通过刚柔相济的

方式，规范了中国的行为。本文中的 “刚”是指以专断先入的方式互动；而
“柔”则指以协商舒适的方式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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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翟崑：《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９～１５页；翟崑：《东盟战略整合成效及启示》，载 《亚非纵横》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第５４～６２页；翟崑： 《论东盟的权力与危机动力》，载 《创新》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５～７页；Ｚｈａｉ
Ｋｕｎ，“Ｔｈｅ　ＡＳＥＡＮ　Ｐｏｗｅｒ”，ｉｎ　Ｎ．Ｓ．Ｓｉｓｏｄｉａ　ａｎｄ　Ｓｒｅｅｒａｄｈａ　Ｄａｔｔ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Ｍａｇｎｕｍ　Ｂｏｏｋｓ　Ｐｖｔ　Ｌｔｄ，２００８，ｐｐ．５３－６５；翟崑： 《柔性推动亚太》，载
《中国企业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２８～２９页；王光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东盟关系变化的动因———

以东盟 “大国平衡”战略为视角》，载 《国际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２期，第２５～２９页；王光厚：《试论东
盟在中美之间的战略走向》，载 《国际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１３～１６页；郑先武：《东亚 “大国协
调”：构建基础与路径选择》，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８８～１１３页；郑先武：《中国

－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４７～５３页；郑先武：《区域间主
义与 “东盟模式”》，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第４４～５０页。

老子：《道德经》，黎重编著，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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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盟以融合的方式规范中国行为
“融合”是指几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在规范方式上，东盟通过内部

规范方式来规范 “东盟方式”的外溢，并融合中国认可和奉行的国际和地区

行为准则，对中国进行规范 （见图２）。

作为东盟内部规范方式的主要表现， “东盟方式”既包括法律理性的因

素，又涵盖社会文化的成分；既遵守通行的国际社会的行为准则，又具有协

商一致的独特性。 “东盟法律－理性规范的根源主要在于国际体系的动力，

‘东盟方式’的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人心，尤其是构成东盟基础的非正

式性、协商一致等因素，带有东南亚文化传统的鲜明特征。”①

“东盟方式”起初是指建立在东盟各国领导人亲密的私人关系之上，通

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马来西亚的丹斯里·穆罕默德·加扎利·莎菲
（Ｔａｎ　Ｓｒｉ　Ｍｏｈａｍａｄ　Ｇｈａｚａｌｉ　Ｓｈａｆｉｅ）认为，“东盟方式”与东南亚内部文化的

某些特质相似性较大，甚至一脉相承。 “共同的文化传统” “和睦的乡村精

神”以及 “东南亚风格和技巧的独特性和新颖性”是其产生的地区基因；同

时，“东盟方式”的实用主义和灵活性也是其能够不断发挥作用的原因。“以

讲求回避矛盾、寻求共识为主旨的 ‘东盟方式’，既能对内缓慢培养地区意

识，也能对外谨慎地周旋于大国之间。东盟在建立地区规范时也创造了大国

愿意遵守的国际规范。”②

东盟对中国的规范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在东南亚国家寻求区域内部认同

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其突出特点在于充分吸收了 《联合国宪章》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确立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又融合了包括万隆会议十

项原则在内的地区行为规范。这些国际公认的规则，使东盟对中国的规范具

有了先天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而更易被中国接受和认可。

东盟对中国行为的规范，最初体现在对地区自主性的强调，具体表现形

式是对地区中立化的重申和对地区无核化的诉求。老子 《道德经》中有言，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

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③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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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６页。

翟崑：《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第９～１５页。

老子：《道德经》，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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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对中国行为的规范，正可遵循 “水润万物，水滴石穿”的道理。东盟是东亚

地区物质实力较弱的行为体，其通过融合国际和地区的行为准则，融入 “东盟

方式”的要素，规范中国行为，使中国认可和融入了由东盟主导的机制。

图２　融合的方式

（二）东盟以辐射的途径规范中国行为
“辐射”是指从中心向各个方向沿着直线伸展出去。在规范途径上，东

盟通过为东亚地区提供有别于传统公共产品的 “平台型公共产品”，即为地

区安全和经济合作搭建平台；而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在参与这一合作机制的

过程中，自然地被纳入了由东盟主导的地区秩序，东盟也就将自身对东南亚

地区的规范，辐射至更为广阔的东亚地区。

本文将东盟对中国行为的规范和中国对东盟规范的服从，类比于经济学

领域中的供求关系，“平台型公共产品”是东盟提供和中国接受的商品。东

盟为分庭抗礼、互为对抗的大国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和对话框架，而参与平

台需遵守的规范，正是这组供求关系附带的条件。东盟通过建构以自身为中

心的地区合作机制，不断将其规范的范围扩展和延伸，逐渐使其倡导的国际

和地区行为准则转化为大国参与这些合作机制所应遵守的基本规则，将其规

范的地区辐射至范围更广的东亚地区，从而实现其对中国的规范。

具体而言，在这组 “平台型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中，东盟是商品的供

给方，中国是商品的需求方，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小国组成的东盟提

出的规范，中国与其他大国鉴于彼此间的竞争，依据规范的适用程度，对自

身能够认可和接受的规则予以遵守，而中国遵守规范的表现形式，就是参与

由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融入以东盟为中心的规范辐射网络中，进而实

现对这种 “平台型公共产品”的交易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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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型公共产品”是指国际政治中传统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即使用上

具有非竞争性，收益上具有非排他性的经济、技术、资金等公共产品；而
“平台型公共产品”则指东盟或大国提供的地区合作机制。由于东亚乃至亚

太范围内各大国的结构性矛盾，使得东盟相较于中国而言，在生产 “平台型

公共产品”的能力上具有了比较优势，亦即东盟由辐射的途径规范中国行为

的内在原因 （见图３）。

提供 “公共产品”的

能力和方式
中　国 东　盟

“传统型公共产品”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特色的制度建设

各国国内经济正在发展

政治制度正在构建

“平台型公共产品” 基于硬实力的规范 通过主导合作规范

图３　辐射的途径

（三）东盟借支点的结构规范中国行为
“支点”是指杠杆上起支撑作用，使杠杆绕着转动的固定点，引申为事

物的中心或关键。在规范结构上，东盟凭借自身在地理上的优势，利用其在

地区合作机制中的主导地位，成为两个或多个大国在本地区的支点，在制衡

各大国博弈的过程中，实现对中国的规范。

东南亚自古以来就是四通八达的商业通道和关键枢纽，周边国家都是以

此为支点，建构起沟通全球的商贸网络。近代以来，许多大国更是不约而同

地将东盟作为撬动东亚合作的支点。凭借与大国关系中多支点角色的聚合和

叠加，东盟这一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具有了一种规范大国行

为、主导地区秩序的能力。从灵活性角度来看，东盟能够在大国之间发挥支

点作用的原因在于，面对国际和地区格局转换，大国政策的调整往往需要较

长时间，而东盟则利用这一时差，在大国间纵横捭阖，发挥其规范作用并建

立自身的主导地位。

在东盟对大国博弈进行制衡的过程中，不仅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在本

地区的安全和经济诉求，同时也拓展了东盟主导的规则体系在东南亚、东亚

乃至亚太范围内的认知度、认可度和接受度。正如 《道德经》所述， “故不

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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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故为天下贵”。① 从力量结构上讲，东盟对地区秩序的规范，正是凭借自

身优势，实现对远近、亲疏、贵贱关系的平衡。

针对中美在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中日在东亚地区的结构性矛

盾，东盟 “正努力寻找国家、地区和国际之间的平衡点”，② “通过采取所谓
‘大国平衡战略’获得优势，使其在国际活动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得到提高”，③

从而构建旨在导向互利共赢的东亚权力结构。由此可知，中国基于亚太地区

各国特殊的力量结构，为维护自身在本地区的利益，会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东

盟对地区秩序的主导，遵守东盟对中国行为的规范 （见图４）。在中国与东盟

建立对话关系的２５年间，东盟是以融合的方式、辐射的途径、借支点的结构，

逐渐规范了中国的行为，使中国融入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合作 （见图５）。

视　角 中　国 东　盟

性　质 动态积极 静态被动

作　用 参与博弈 制衡博弈

理　论 现实主义 制度主我

互　动 融入机制 主导机制

图４　支点的结构

图５　东盟规范中国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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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老子：《道德经》，第２１１页。

翟崑：《小马拉大车？———对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认识》，第９～１５页。

王玉主：《东盟４０年———区域合作的动力机制 （１９６７－２００７）》，第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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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盟规范中国的效果评估

东盟以融合的方式、辐射的机制、借支点的结构对中国进行规范，但囿

于物质实力，其规范程度有限。有学者甚至认为，东盟主导的合作形式大于

实质，以东盟为中心的机制只能被视为 “清谈馆”（“ｔａｌｋ－ｓｈｏｐ”）。但不可否

认的是，鉴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国家间的结构性矛盾，由大国倡议和主

导的地区合作机制往往相互掣肘；而东盟搭建起的沟通平台，则成为地区合

作的最优选择。

中国遵守东盟规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盟的许多规范融汇了中国的传

统智慧，甚至有些本就是中国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体现出东盟规范方式的

融合性特点。同时，中国与东盟在许多领域存在共同利益，中国认可东盟作

为地区合作的中心，中国官方在条约、宣言、声明和行动计划中对东盟在东

亚合作中主导权的重申和认可，体现出东盟规范途径的辐射性。对东盟而

言，维护自身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和支点地位，通过其主导的地区合作机制

规范大国行为，平衡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进而规制地区秩序，这种具有支

点特征的规范结构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历时长短、覆盖地域、涵盖领域

和强制程度四个维度，考量东盟规范中国的过程和机制，并将其细分为强、

中、弱三个等级，对东盟规范中国的效果进行评估 （见图６）。

规范效果 （强／中／弱） 历时长短 覆盖地域 涵盖领域 强制程序

融合方式 强 强 强 弱

作　用 强 中 强 中

理　论 弱 中 弱 强

图６　东盟规范中国的效果

三、刚柔相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下的规范路径转变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 《携手建设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提出了 “讲信修睦” “合作共赢” “守望相助”

“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五个中国－东盟关系的努力方向；①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２５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让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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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详细阐述了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总体布

局和具体策略。①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日，李克强总理在缅甸出席第十七次东盟

与中日韩 （１０＋３）领导人会议时，就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提出了关于 “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提升区域金融合作水平”“密切地

区互联互通”“深化民生领域合作”“扩大人文社会交流”“加强公共卫生合

作”的六点建议。② ２０１５年３月８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５年年

会上，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③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８日，

王毅外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答记者问时，再次强调了打造更加紧密

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内容。④

中国在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的２５年间，基本是以柔和融入的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遵守东盟对地区秩序的主导。２０１５年年底东盟共同体成立，组织

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程度增强，与大国互动过程中的柔性减少。同时，近年来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东盟国家的心态发生改变，国内的非理性因素

上升，民族主义情绪膨胀，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周边国家的疑惧。这种状况或

将硬化中国与东盟间原本柔和的互动方式，导致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作

用被瓦解，规范性影响被稀释，动摇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机

制的稳定性，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本地区的力量结构。具体而言，东盟规范

中国行为的历时长短、覆盖地域、涵盖领域、强制程度，均可能在不同程度

上渐趋减弱。

当前，中国－东盟关系中的规范性因素正处于破旧立新的转型阶段。以

构建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依托，通过将 “和”文化理念与东盟融合

的方式相通，将 “一带一路”战略与东盟辐射的途径对接，将 “亲诚惠容”

政策与东盟支点的结构交融，可实现由东盟规范中国，向中国与东盟共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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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ｈｔｔｐ：／／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３／１０２５／ｃ１０２４－２３３３２３１８．ｈｔｍｌ。
《李克强出席第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会议时强调加强１０＋３务实合作，朝着东亚共同体的目

标稳步迈进》，新华网，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２０１４－１１／１３／ｃ＿１１１３２
４００６５．ｈｔｍ。

《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１５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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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答中外记者提问》，新浪新闻，２０１６年３月８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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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制定和遵守地区规范转变 （见图７）。

（一）“和”文化理念，与东盟融合的方式相通

中国的 “和”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史学家左丘明在 《左传》中就

曾对 “和”文化有所提及，《论语》中也曾讲到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的道理。中国外交中的 “和”文化蕴涵着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

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① 这种文化价值观

是外交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将其置于中国当代对外战略的总体布局中，更突出

反映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５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阐释 “和”文化为依托，从历史文化

和民族基因等多角度，表明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②

历史上，周边国家曾长期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下，这种历史

在当前中国崛起和与东盟之间关系硬化的背景下，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了

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对中国来说，朝贡体系的惯性记忆和近年来海洋权益

的争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东南亚国家的认知态度和相处方

式。而对东南亚国家而言，曾经被中国朝贡体系规范的历史，或将加深其对

崛起中国的疑惧之心，甚至促使其外交天平向美国倾斜。东盟成立以来，中

国与东盟的关系基本遵循以经济合作为主，以安全规范为辅的互动路径，中

国基于对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考虑，倾向于以柔和的方式，主动融入东盟

对地区秩序的规范框架。而近年来，以南海争端为突出表现，中国与东盟间

的安全摩擦渐增，政治互疑突显，或将使双边关系趋向硬化。

所谓 “和而不同”，就是在坚持底线和原则的基础上，不强求、不强制，

承认多样、尊重差异，而这种特质在此前东盟规范中国的过程中，在规范方

式上表现为融合性。这种融合的规范方式，不仅融汇了 “东盟方式”的基本

特征，体现了舒适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还充分吸收了国际和地区公认的行为

准则，其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则在规范中国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关键性作用。中国的 “和”文化理念，与东盟融合的规范方式具有许多相

通之处，都体现了中国与东盟在面对差异时的开放心态，反映出二者对矛盾

和争端所秉持的包容态度。这种外交理念和行为方式，为中国和东盟提供了

—０２—

①

②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６０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

新华网，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５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０５／１５／ｃ＿１１１０７１２４８８．ｈｔｍ。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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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解纷争的立足基点。

中国和东南亚是近邻，具有非常特殊的地缘关系，这意味着双方必然成

为彼此不可忽视的重要周边环境。当前不断发酵的南海局势，正是中国与东

盟日益重视这种地缘关系的集中体现。此前，双方或许都希望借助热点议题

给对方立规、在地区立威，使对方接受己方规范，遵守由己方提出的行为准

则；而未来只有以 “和”文化融合利益纠葛，才是恒久之策。

面对组织架构日趋硬化的东盟，中国若 “以刚对刚”则必然会导向激化

和对抗，而只有通过找寻 “和”文化与东盟融合的规范方式间的相通之处，

抓准二者的契合点，才能继续维持中国与东盟的良性互动关系。 “中国对东

盟作为区域合作组织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在中国的周边关系与秩序构建中

的特殊性给予了特别的重视。”① 对中国而言，在与东盟及各东南亚国家相处

的过程中，应增强自身行为的可预测性，充分利用东盟这一凝聚东南亚各国

的地区性国际组织，通过借助双方认可的 “双轨思路”，搭建起 “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框架。在 “和”文化的指导下融合各方利益诉求，尽

可能化解中国与个别东南亚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并在该过程与东盟共同制

定适合本地区的行为准则，探寻未来能被本地区各国共同接受和遵守的互动

规范。

（二）“一带一路”战略与东盟辐射的途径对接

公元前１００年，张骞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１５世纪初，郑和七下

西洋，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

次提出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②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日，习近平

主席在印度尼西亚表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

东盟国家共同建设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③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详尽阐述 “一带一路”战略的原则框架和总

—１２—

①

②

③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于新秩序构建》，第５～２５页。
《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人民网，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ｈｔｔ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ｎ／２０１３／０９０８／ｃ１００１－２２８４２９１４．ｈｔｍｌ。
《习近平：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２１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新华网，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日，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３－１０／０３／ｃ＿１２５４８２０５６．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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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布局。①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日，《“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２０１６）》发布，首次

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国内各省市的 “一带一路”建设进展与成

效进行评价。②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与东盟共同构建 “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契合点。

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强调，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找准深

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基础设

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③ 具体而言，

在 “一带一路”战略的总体布局下，中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领域合

作，可以逐步与东南亚国家搭建起覆盖各层面、涵盖各领域的紧密关系。

“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措施和实践步骤，或可为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的建成提供可行的政策抓手，使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周边外

交的宏观理念和宏大愿景具体化、机制化，并切实落地。

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 “命运共同体”是 “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之

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曾

明确谈到，“一带一路”战略应 “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

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④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中国外

交的总体布局，目的在于更大范围地覆盖和惠及周边，为地区经济合作提供

积极因素，并以经贸合作的深化带动更宽领域和更广范围的务实合作。中国

以 “一带一路”为依托深耕周边，可促进周边国家对中国行为的认可及对中

国形象的认同，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体建设的长远目标。

构建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中国的 “一带一路”战略与东盟辐

射的规范途径对接，体现在战略、机制和领域三个层面。首先，战略层面的

互动。“一带一路”战略为本地区提供了品种丰富、形式多样的公共产品。

传统公共产品供应量的大幅提升，可加深其与东盟 “平台型公共产品”的交

—２２—

①

②

③

④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新华网，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
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ｇａｎｇａｏ／２０１５－０６／０８／ｃ＿１２７８９０６７０．ｈｔｍ。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 （２０１６）》，新华网，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
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０／２９／ｃ＿１２９３４２１３９．ｈｔｍ。

《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中央政府门户网站，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
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１０／２５／ｃ＿１１７８７８９４４．ｈｔｍ。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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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规模，产生 “１＋１＞２”的效果。其次，机制层面的加强。中国多次表明，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将会为现有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注入新的内涵与活

力。由东盟主导和参与的中国－东盟 （１０＋１）合作机制、东盟－中日韩
（１０＋３）合作机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ＲＣＥＰ）、东亚峰会、东盟地区

论坛 （ＡＲＦ）和澜湄合作等机制，可通过 “一带一路”，在现有基础上继续

深化。最后，领域层面的融通。这种融通具体体现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

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五个层面， “互联互通网络犹如周边利益和

命运共同体机体的动脉，有了它才可以有生命力和能动性”。①

“一带一路”战略的延伸，使中国与东盟在彼此战略布局中的定位更加

重要。将中国的周边战略与东盟的规范途径对接，不仅有利于东亚共同体意

识甚至一体化机制的形成，还将有益于国际环境的和谐，促进本地区总体行

为规则的构建和形成。

（三）“亲诚惠容”政策，与东盟支点的结构交融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４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对 “亲诚惠

容”的周边外交政策进行了具体阐述。② 近年来，习近平主席曾在各种公开

场合的讲话中，数十次提及 “亲诚惠容”，并提到与之相关的 “亲望亲好，

邻望邻好”“好邻居金不换”“远亲不如近邻”等俗语，强调周边是中国的安

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王毅外长也曾表示，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

理念，不仅展示了中国对邻国的诚意，更表达了中国愿同周边国家一道打造

命运共同体的善意。③ 在２０１６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谈到，

“应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与地区国家持久和平相处、联动融合发展”。④

作为制衡中美、中日博弈的战略支点，东盟凭借自身的柔性优势，规范

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大国行为，在此前的东亚合作中成功地充当了规则制定者

的角色；近年来，随着东盟组织的硬化和中美、中日博弈的加深，东盟有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本地区权力结构丧失软性缓和因素，而变得更加棱角分

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被东盟看成是一支能够约束中国和日本在亚太地区

—３２—

①

②

③

④

张蕴岭：《中国的周边区域观回归于新秩序构建》，第５～２５页。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王毅解读中国外交新风格：愿同周边国家打造命运共同体》，凤凰资讯，２０１４年３月８日，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ｇｕｎｄｏｎｇ／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４＿０３／０８／３４５６２５９３＿０．ｓｈｔｍｌ。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网易财经，２０１６年３月５日，

ｈｔｔｐ：／／ｍｏｎｅｙ．１６３．ｃｏｍ／１６／０３１７／１７／ＢＩＣＩＴＴＶ０００２５３Ｂ０Ｈ．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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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霸权的力量”，① 近来升温的南海权益之争，不仅体现了中国和东南亚

国家的利益碰撞，也反映了中美两国间存在的国际和地区主导权之争。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关乎国家和地区安全的战略意义，

其内涵不仅覆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更可能牵动东亚地区的组织结

构，甚至关系到亚太区域内的力量对比。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

增强，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息、安危与共，中国顺应潮流、因势利导，尝试

以 “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愿景为依托，探索与东盟共同规范地区秩序、令彼

此舒适的规范方式，从而塑造一种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和地区环境。

图８　中国－东盟规范路径的转变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东南亚对于中国而

言意义重要且位置关键，可将中国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与东盟支点

型的规范结构相交融，从而逐渐软化东盟对崛起中国的提防之心，在一定程

度上增强东盟对中国友善形象的认可。具体而言，可采取以下四项措施。第

一，以亲和姿态安邦睦邻。东盟凭借其处于大国之间的支点结构规范中国行

为，但内涵逻辑还是现实主义的思维，而塑造亲善友好的邻国形象，或可加

深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行为的接受程度，为双方共商地区规则制定提供可能。

—４２—

① Ｎ．Ｇａｎｅｓａｎ，“ＡＳＥＡＮ’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ａｊｏ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２２，Ｉｓｓｕｅ　２，Ａｕｇ．２０００，ｐ．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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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诚信原则纾解疑惧。近年来，中国与东盟间的互动体现出一定意义

上的安全困境，彼此行为给对方带来的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在南海争端中

体现得尤为显著。中国与东盟以诚相待，是双方共同遵规守则的必要前提。

第三，以互惠互利密切交往。“利益共同体”是 “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

础，只有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利益，实现双方在经济领域

的互惠互利，二者对地区合作机制的共同规范才能真正具有物质基础。第

四，以包容思想弥合分歧。由于东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与东盟探索出

合适的相处方式和行为准则，并共同规范地区秩序，平和包容的心态就显得

尤为重要。

四、结　论

本文以中国－东盟关系中规范性因素的转变为线索，通过梳理２５年来

双方经历的规范始生、效果外现、机制固化、刚柔变换四个阶段，认为东盟

是以融合的方式、辐射的途径、借支点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国行

为。通过分析中国与东盟之间从遵规到立规的变化过程，尝试将 “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未来东亚地区规范路径的转变对接，力图为地区性

国际组织与区域大国的互动，提供一种具有东盟特色并包含中国智慧的解释

路径。

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曾多次提出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设想，相

较而言，东盟关于地区共同体的规划和实施均早于中国，２０１５年底，东盟共

同体已正式宣布建成。本文认为，通过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东盟间的规范

方式和规范方向，可以使构建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具体化，并

将双方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方法可操作化。具体而言，以 “中国－东盟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为依托，将 “和”文化理念与东盟融合的方式相通、将 “一

带一路”战略与东盟辐射的途径对接、将 “亲诚惠容”政策与东盟支点的结

构交融，从而实现由东盟规范中国，向中国与东盟共同规范地区秩序的转

变。“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与东盟共同体的对接将成为今后中国与东盟

的互动路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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